第二节  力办“中信”

毛啸岑、叶景灏带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上海，着手招股工作，并在山西路选定了公司用房。

过了一星期左右，叶景灏对毛啸岑说，徐雪寒要见他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徐雪寒了，毛啸岑也有许多话要对他说，就马上与叶景灏一起去了。

会面时，毛啸岑向徐雪寒详细汇报了争取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复业的经过，特别说了陆荣光、薛溱舲、郑光颍等人的帮忙。徐雪寒听后，对毛啸岑的工作表示很满意。
临别时，徐雪寒询问了集股情况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了六千万元伪法币的支票交给毛啸岑，这实际是地下党组织的经费。以后，徐雪寒又通过叶景灏拨了一亿八千万元伪法币。加上原六千万元，这二亿四千万元占了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总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左右。

10月份，财政部派了两个人来查“中信”的帐户。叶景灏出面应付，贿赂了每个查帐员一副金镯、一个金锁片和两件女衣料。吃喝一通，这两人草草了事回南京复命去了。

10月底，得到了批准复业的消息，毛啸岑与叶景灏一起商量董事会组建事宜。

当时，上海滩金融界实力人物很多，特别是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杜月笙这样的人操纵，要打开局面，必须找个靠山。根据徐雪寒的指示，董事长一职要物色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。这人既要在政府方面兜得转，又要不直接管理和问询业务。毛啸岑与叶景灏一商议，决定请许世英担任。

许世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大使，国民党赈济委员会委员长，有一定社会地位，是一顶很好的保护伞。他当时没有官职，仅任光华火油公司董事长，人又在香港不在上海，是个很合适的人选。

毛啸岑在香港时和许世英曾是邻居，与他有所交往。得到徐雪寒同意，毛啸岑就向许世英发信邀请。许世英很快有了回信，同意担任董事长，但不用真名而用“许静仁”这个名字，并附来了签字样张。

不久，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的班子就建立了起来。董、监事除许世英外，有中央合作金库总经理陆荣光、CC系红人仲肇湘、合众保险公司总经理潘光迥、衡通实业公司总经理张良栋、其昌钱庄经理丁山桂，这些是没投资的挂名董事。而有股份的董事有毛啸岑、叶景灏、郑光颍、陶友川、沈孝明、赵新民、王懋德、魏一环、张穉琴、薛顺馀等，共计16人。
公司还在筹备阶段，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。由此，法币恶性膨胀、物价飞涨，利息不断上升，一批中小工商业倒闭，银钱业中也不稳定。徐雪寒来找毛啸岑，说根据上级的指示，要抓住时机，尽快开业招揽存款，特别从国民党政府部门招揽存款。同时，为了保守机密，要单独行动，中级信用信托公司不与共产党在上海的其他经济机构发生关系。

1946年12月1日，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正式开业，成立大会上决定毛啸岑任总经理，叶景灏任副总经理。另聘中国农民银行襄理王懋德为副总经理，负责与国家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的联系。聘沈华昪的弟弟沈复镜担任董事会秘书。成立这天，热闹非凡，各有关部门都派人前来祝贺，场面很气派。从这天起，上海滩就多了一个共产党秘密操纵的金融企业。

开业初，业务经营和资金调度都面临很大困难。毛啸岑和叶景灏等人艰苦创业。

1947年初，徐雪寒带了一个人到了公司，对毛啸岑他们说：“根据组织安排，我将离开上海去香港，这里的联络工作由这位姜维贤同志负责，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商量。”

姜维贤与徐雪寒详细地听了毛啸岑他们的汇报，得知公司刚成立，最大难度是资金。徐雪寒说：“你们设法顶一阵，我们回去再想想办法。”

过了几天，姜维贤送来了一批黄金和资金，说这是徐雪寒筹集来供公司应急之用的。经过了半年的努力，公司业务才趋于正常。

公司开业后，毛啸岑、叶景灏等常在一起玩“挖花”游戏。“挖花”又称“宁波牌九”，玩法与麻将类似。他们以“挖花”为掩护谈工作，许多上级指示、公司决策都是在“挖花”时传达和决定的。

公司开业不久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自我介绍叫罗北辰。毛啸岑这才想起，在重庆时曾见过他，现任中央信托局寿险处经理。坐下后，罗北辰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：“现在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筹建国民党金融区党部，你是老国民党员了，想请你带动信托业参加，必要时，你可以在信托业中成立区分部。”

原来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方治、潘公展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金融业，指示爪牙筹建国民党金融区党部。罗北辰是负责人员之一。他知道毛啸岑是1924年加入国民党的老党员，在国民党中有一定威信，就来拉拢他。

毛啸岑自从入金融界后，为共产党干秘密工作，全力投身业务，与政界很少交往了。而且，他明白现在的国民党已完全受蒋介石控制，与当年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已背道而驰了。参加金融区党部可是一个重大事情，不能独自决定，于是就敷衍着说“考虑、考虑”。

“好，我等着你的音讯。”罗北辰说着就告辞了。

毛啸岑立即找了王绍鏊、叶景灏，汇报了罗北辰要他加入国民党金融区党部的事。王绍鏊同意他进入，并指示说：“这些家伙既然知道你有国民党党籍，不参加也不行，有什么消息随时报告。”叶景灏也赞成他参加。

这样，毛啸岑参加了国民党金融区党部的筹备工作，并担任了执行委员。这是一个反动组织，参加的大多是国民党顽固分子。毛啸岑进入了“狼群”，但他牢记着王绍鏊和叶景灏的话，头脑清醒，一面与这些人周旋，一面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叶景灏、王绍鏊汇报。一开始，他就向叶景灏汇报了这组织的筹备委员和执行委员的名单、他们的活动情况以及各行、社、公司成立区分部的内情。这样，我党就及时了解了国民党在金融界的动态。

有一天，姜维贤急急忙忙来到中信公司告诉叶景灏，我党有艘运送物资的机帆船在上海被搜捕，上海另一家我党的经济机构暴露了，人员已撤退，他也要撤去香港。他叮嘱毛啸岑、叶景灏要提高警惕，有事去香港找他；再次强调，不要与我党的其他经济机构发生任何关系。

毛啸岑负责对外联络，而“中信”的具体业务都由叶景灏掌握，放款数字较大的都须经他同意。当时金融市场很紧张，叶景灏对资金头寸的动向掌握得很细。当资金头寸紧张时，毛啸岑和叶景灏就在公司对面的南京饭店开了房间，向同业拆借，这就避免惊动行内其他人。

资金头寸一缺，公司人员就很紧张，倘若轧不平公司就会倒闭。有一次，头寸轧不平，毛啸岑就去找陆荣光帮忙，在中央合作金库借了3000万现钞。又有一次，全市银根紧张，实在拆借不到，他一夜未睡。到天亮还是没有轧平，若到当天上午8时公司开门营业时还未轧平，公司就可能会倒闭。毛啸岑和叶景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最后，决定向往来客户求援，找到了有交情的庆福星银楼老板，向他借来金条，低价卖给中央银行换得现金，把头寸轧平。开市以后，有了现金，再将金条买进归还银楼。这一出一进，虽然贴了些钱，但终于度过了难关，毛啸岑如释重负。

中级信用信托公司赚的钱常用作共产党的活动经费。1947年9月，叶景灏从香港回到上海，对毛啸岑说：“在香港，我见到了姜维贤，姜维贤建议举办沪港之间的套汇业务。”毛啸岑想了想说：“既然姜维贤要我们搞，那就必须做好，不过，关键得找一位熟悉外汇业务的人来做。”于是，两人着手准备起来。不久，叶景灏请来了东方汇理银行的张云霄，派张云霄住香港，两地的套汇业务就开展了起来。

为了保证赚了钱得以秘密地交给共产党组织，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在开业时就建立了一套暗帐，指定会计主任李德宏管理，逐月将帐面盈利转入暗帐，一部分上交组织，一部分购买黄金保值以便应急。

1947年底，为了发展业务，毛啸岑经过调查，提出了由公司办理小额贷款，就是有固定收入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或其他临时意外支出时，在有分期偿付能力的条件下予以贷款。这建议得到了叶景灏的同意。于是，毛啸岑找到当时在金融界有一定地位的徐国懋，由徐国懋出面拉了金成、大陆等十二家大型银行组织小额福利贷款银团，牌子挂在“中信”。毛啸岑起草了章程，聘请了他的学生陈慰曾到小额贷款处任调查员，并在报上刊登了创办小额贷款的启事，1948年初，小额贷款业务就开展了起来。

